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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政治历史观中，包括“华夷之分”、“大一统”论、“正统论”等多种理念，成为困扰清初统治者的思想

舆论问题。雍正朝开始对政治历史观予以整饬，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文字狱方式，并多次发布长篇谕旨，亲自对

“华夷”、“朋党”、“大一统”等问题予以裁断，震慑一时，其中体现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缺乏学理性和系统

性，但一些论述如“帝王大一统”论，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雍正朝整饬历史政治观的收效，主要在于高压态势

迫使多数学人就范，文字狱以及反对朋党、阐述帝王大一统的理念等等，给后来乾隆帝全面整顿历史观念和史

学思想提供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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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世宗实录》卷 48，雍正四年九月乙卯。

②《清世宗实录》卷 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自先秦“殷鉴”观念的产生肇始，中国社会的

政治与历史就越来越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以史为

鉴、以史资治、以史教化、以史明道等等一系列理

念，似乎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其中无不显示着史

学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官方、政客还是学

者，大都从政治得失和政权兴衰的角度研讨历史，

提出政治见解又往往以历史事例为根据，以至于

述说历史、评议史事也常常隐喻着政治主张，这构

成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历史观。清初以来，政治历

史观在官方与民间、清廷与一般汉族官员之间有

着很不一致的见解，其中源远流长的“华夷之分”、

“历史正统论”等理念，成为困扰清廷统治者的重

要思想舆论问题。雍正帝即位之后，随即掀起政

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整饬：在政治上打击异己，加

强皇权专制；在经济上推行“养廉银”制度、“摊丁

入亩”、“清理积欠”、追补亏空、打击贪官等种种举

措；在思想文化上同样采取攻势，打击异端观念，

而整饬政治历史观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动。其内

容包括以大兴文字狱和发布权威论断等手段，阐

明清廷所推行的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点，欲图促使

臣民对朝廷主张得以广泛了解，并且以高压态势

使之遵循。

一、兴起文字狱与“御制”论断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多为官府得到

举报之后进行追查，一般不是皇帝、朝廷或官府着

意搜求所导致，庄氏史狱、《南山集》案都是这样发

生的，清初函可之案也是江宁驻防军循例盘查发

现的疑点，不是故意搜出“违碍”书籍。到雍正朝则

有了明显变化，雍正帝是清朝第一个在全国以主

动出击的方式大兴文字狱的皇帝。例如雍正四年

（1726），雍正帝欲打击原宠臣隆科多，便先拿趋附

隆科多的进士、内阁学士查嗣庭开刀。雍正帝亲谕

众臣说：查嗣庭“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

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平日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

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

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①。

于是，严加审讯，致其死于狱中，虽死仍以戮尸处

置。这是有预定目标地估量其人必有悖逆文字，因

而主动出击的事例。另一被遣发“军前效力”的陆

生楠，也处于这样的监视之下。雍正帝追述曰：陆生

楠“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

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

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②，表明

早有算计而张网以待，随时搜查且查有所获，遂将

之残酷地治以死罪。

清雍正朝对政治历史观的整饬
乔治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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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世宗：《朱批谕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

十一年十一月程元章奏折批语。

②③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④《清世宗实录》卷 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

⑤《御制朋党论》，载《清世宗实录》卷 22，雍正二年七月

丁巳。

雍正十一年（1733），浙江总督程元章查出书

生吴茂育《求志编》一书中“语多狂悖”，且序文日

期只写干支，未书“雍正”年号，遂奏报清廷。雍正

帝在奏疏上批示曰：“辟邪说以正风俗，惩奸匪以

警人心，能见及此，殊属可嘉”，还批评有些地方

官对此纠察不力，指示地方官员应当尽力搜访惩

治，“切不可因远‘多事苛求’四字之嫌，而贻误于

世道民生也。果能于斯一节，汲汲铲除，胜于治理

刑名、钱谷案件之功，不啻什百相倍，卿其谨志，

奉行勿替”。①这是将用文字狱方式的“辟邪说”、

“惩奸匪”看作极为重要的大事，置于其他一般案

件之上，要求各级官府主动出击，严密查办。雍正

朝的 13年间，制造了多种文字狱案件，大多与其

政治上打击异己、肃清隐患的行动相配合，其中并

无完全属于“史狱”性质的案例，仅陆生楠《通鉴

论》案件涉及历史评议的问题。

陆生楠，举人出身，曾得到雍正帝赏识，擢为

工部主事。后雍正帝整治科甲出身文官的“结为朋

党”问题，矛头指向李绂、谢济世等，只因陆生楠是

广西人，与谢济世同乡，遂被怀疑与李绂结为党

援，被发往军前效力。雍正七年（1729），他私撰的

《通鉴论》十七篇被搜出，遂成罪状，处以军前斩

首。雍正帝以长篇谕旨逐一反驳陆生楠《通鉴论》

中的见解，而且皆上升到揭其阴谋、斥其悖逆的高

度，是“上纲上线”入人之罪的最早典型。例如，针

对陆生楠赞扬历史上的分封制而称之为“万事无

弊之良规”，雍正帝对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的历史趋

势大加论证，指出“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

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

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

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②。又

针对陆生楠论及汉武帝戾太子之事，雍正帝认为

这是讥刺康熙帝。针对陆生楠论述唐代府兵制优

于后世兵制，雍正帝指责其怀逆乱之心，煽惑军

情，诋毁本朝最为优越的八旗军制。仅此一书，陆

生楠已然“罪大恶极，情无可逭”③，在谕旨中直接

提议处以军前正法。

雍正帝史学造诣并不深厚，但其读史联系本

朝政治，却可以得出惊人之论，其《御制朋党论》就

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雍正二年（1724）七月，他就

特意撰成此文，颁发于宗室贵族及满汉文武大臣，

指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

朋党者，则当益加勤勉，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

前非”④。《御制朋党论》主要有四项论点：

第一，要求所有臣民“惟知有君”，与君主同好

恶，“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

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这就是说，大臣如果在爱憎情感上不成为君主的

附庸，就是沾染了朋党恶习。

第二，指出朋党的危害，在于可能造成一派

社会舆论以抵制君主的赏罚黜陟，有损君主专制

的权威。雍正帝认为：“人臣乃敢溺私心、树朋党，

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是朝廷之赏罚黜陟不

足为轻重，而转以党人之咨嗟叹惜为荣，以党人

之指摘诋訾为辱。乱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恶以

阴挠人主予夺之柄。朋党之为害，一至是哉！”这

就点明了朋党的主要罪状，即有损于君主一人专

制的政体。

第三，作为臣民，应仅存君臣之义，以公灭私。

宋朝欧阳修撰写《朋党论》，提出“君子以同道为

朋”，具有一定的影响。雍正帝于此痛斥欧阳修曰：

“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

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

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

则有之。”那么怎样认识友情和忠君之间的关系

呢？雍正帝提出：“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

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

习以相佽助。今即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

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

义！”这就是说，一旦为官，最好连朋友也不要顾

及，要以公灭私，仅存君臣之义。

第四，认为君主应当不避琐细、亲理庶务，这

是扼制朋党的重要措施。雍正帝写道：“而无知小

人，辄议朕为烦苛琐细，有云人君不当亲庶务者。

……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

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焉耳。”所以无论是从

杜绝朋党的方法着眼，还是为了达到批斥朋党的

目的，归结到一点，都需要君主总揽一切政务，加

强君主的一人专制。这成为清朝君主政治的要则，

此后清帝基本遵循，皆亲自处理大小政务。

第五，结朋树党决无好下场，“今之好为朋党

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

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

矣”⑤。因为是一篇论文，威慑之词有所节制，而在

颁发《御制朋党论》的谕旨中，清世宗则明言：“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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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世宗实录》卷 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

②清高宗：《评鉴阐要》卷 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94册），第 514页。

③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 18《题〈东林列传〉》，《四库全

书》（第 1301册），第 395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 87，雍正七年十月乙丑。

⑤《清圣祖实录》卷 292，康熙六十年四月丙申。

⑥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 19《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四

库全书》（第 1301册），第 240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 1127，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辛卯。

⑧《清高宗实录》卷 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未。

后朋党之习，务宜尽除，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

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毋谓朕恩宽大、

罪不加众，倘自干国法，万不能宽。朕虽未尽行诛

戮，然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尔等能自

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上念朝廷任用之

恩。下为身家子孙之计，各勉之慎之”①。这里杀气

腾腾地表达了杜绝一切朋党的决心。乾隆帝继承

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门户之害，甚于陷

阱，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②他藉评论

明朝东林党之机，对朋党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新的

见解，给予了严厉训斥，“汉室党人已开标榜之

渐，激而致祸。即宋之周（敦颐）、程（程颐、程颢）、

张（载）、朱（熹），其阐洙泗心传，固不为无功……

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

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

国家破亡。汉、宋、明，其殷鉴也”③。这段论述将理

学的创始人一一点名指摘，甚至认为私家讲学，

乃是朋党相攻的祸根，体现出强烈的君主专制主

义观念。

西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历来

人们皆因贾谊未获重用而惋惜，雍正帝却认为汉

文帝决不是弃才之主，他看出贾谊是个疏狂少年，

不足任用，才聊问鬼神之事以敷衍。“设有一夫私

议，妄自记载，非惟庸主无由剖析，虽明哲之君亦

何从闻见而正其是非！其流传失实受诬于后世者，

不知凡几矣。”④他对史籍中贬低君主、抬高贤臣

的记述皆表示怀疑，尤其厌恶“一夫私议，妄自记

载”的私修史书。这是清朝皇帝一贯的思想。此前

康熙帝就曾声言：“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

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

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⑤可

见，清朝皇帝在历史问题上褒扬君主、压抑臣下，

是一贯的理念。

至乾隆帝，就连历史上名臣、贤相的地位和作

用也一并贬低，如乾隆帝读史，知北宋理学家程颐

有过“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论点，遂予以斥责：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知深

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

不过问……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

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⑥乾

隆四十六年（1781）搜出尹嘉铨手撰《皇朝名臣言

行录》一册，不仅大兴文字狱，而且乾隆帝还连发

谕旨，指斥本朝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人的行为

“本无行谊过人之处”⑦。随后又指出：“至名臣之

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

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

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

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⑧这里所

讲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集中体现了惟君主至

尊，惟君主掌政的理念，已经将康熙帝、雍正帝以

来的君主专制主义，推衍到空前绝后的极致地步。

二、从曾静谋反案到吕留良文字狱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湖南学人曾静派门

人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其反清。曾静、

张熙等人均为无识之徒，只因闻听岳钟琪乃南宋

岳飞后裔，而满族是金国后裔，就以为策反能够成

功，遂决定令张熙前往岳钟琪驻地，轻率地盲动。

在岳钟琪的诱骗下，张熙说出了其师曾静，以及他

们崇拜的先儒吕留良。曾静撰有《知新录》，发挥了

吕留良“华夷之分”的思想，煽动推翻清朝统治，特

别攻击了雍正帝的十大罪恶，包括“谋父”、“逼

母”、“弑兄”、“屠弟”、“怀疑杀忠”等等残暴行为。

这是一件政治谋反案，清廷得到岳钟琪的报告，立

即进行大搜捕，将所有稍可牵涉之人及其亲族家

属，一起拘拿到案。

经过严密审讯，曾静等人试图煽动推翻清朝

的谋反行为，除投书岳钟琪策动反叛之外，其余不

过纸上谈兵而已，但仅此案情，依法也已足够主犯

凌迟、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了。谁知雍正帝却别出

心裁，搞出一番出奇策划，将曾静谋反的政治案

件，引向针对吕留良等“华夷之分”思想的文字狱，

宽宥曾静、张熙等人，用为宣传活口，而严惩吕留

良一系“思想犯罪”者。

雍正帝认为：“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

惑”，虽污蔑“朕躬”有十大罪状，实因流言恶语影

响，况且“止讥及朕躬”而没有攻击皇考康熙帝。当

年吴三桂等三藩之乱，从逆之人若能改悔自新，皆

施宽宥，“今曾静所犯既非首恶渠魁，亦无同谋叛

党，其畏罪悔过，又出实心，此朕所以宽宥其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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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代文字狱档》（下）第 9 辑，影印原故宫文献馆印本，

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 941页。

②《大义觉迷录》卷 1，清代原书影印本，文海出版社，1966

年版，第 173页。

③④《清世宗实录》卷 126，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丑。

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①。雍正帝还下令将此案

资料与审问曾静等人的记录以及有关批判吕留良

等“华夷”思想的谕旨等等，编辑成《大义觉迷录》

一书，作为全国宣讲的教本。曾静、张熙则被清廷

利用为宣传工具，归于湖南观风整俗使管辖，到处

宣讲圣旨教谕、自我忏悔，极力美化清朝统治，歌

颂雍正帝。

对于已故浙江学者吕留良，则严加追究，枝蔓

不遗。从吕留良后裔子孙处搜出其著述，又根究吕

留良之子以及学生严鸿逵、严氏学生沈在宽，均查

出严重的反清著述及言论。于是将一干人犯及其

家属、学生，乃至为吕、严诸人刻印书籍者，尽数逮

捕。雍正帝还亲自执笔，多次发布长篇谕旨，反驳

吕留良、严鸿逵等的“华夷之分”观念，痛斥这些人

对清朝统治的诽谤攻击。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又字庄生，号

晚村，浙江石门人，清初学者。顺治年间曾参加科

举考试，但后来思想转变，视清朝为夷狄政权，采

取不予合作的政治态度。在乡著书授徒，文名鹊

起，被人们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

曾被推荐为“博学鸿儒”科可应试才俊，但他誓死

不应。后又被推荐参修《明史》，亦坚不应召。可见，

其抵制清朝统治的理念已经远超一般遗民学者。

逝世后，门人及家属将其著述编辑刊印，有《吕晚

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四书讲义》等书行

世。吕留良对许多史籍、时文的题评在当时很有社

会影响，其门生、后裔以及曾静等人，都因此而对

清朝持否定或敌对立场，但可惜吕氏许多文稿今

已佚失不存。吕留良的政治历史观的重心在于反

对天下统一于帝王，认为应当恢复三代的等级封

建制，主张“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华夏之人不

能将夷狄之君视为君主。这些论点在其《四书讲

义》一书中均有表述，曾静交代自己排斥夷狄的思

想，就是对“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

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②的发挥。查抄出的

吕留良日记、信札以及严鸿逵等的著述之中，还有

许多直接蔑视清朝、攻击清帝的内容，这些都在雍

正帝的批驳谕旨中有所引述。

对吕留良文字狱的定案，迟迟不予结案，目

的是充分利用此案大事宣传，并且引导异端思想

出笼，清算“华夷之辨”及反清思想的影响。在大

臣议定刑罚之后，雍正帝指示：“朕思天下读书之

人甚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

不至于极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学臣，遍行询问各

学生、监等，将应否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

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

转奏，不得阻挠隐匿”。其结果自然是“咸谓吕留

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

并无一人有异词者”③。至雍正十年（1732）十二

月，才最后处置人犯，将已死吕留良及其子吕葆

中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立决。其孙辈从宽免死，

发遣宁古塔为奴。严鸿逵应凌迟处死，但因已死，

仍戮尸示众，其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

子，男十六岁以上者皆斩立决，男十五岁以下者

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姐妹俱发遣为奴。严鸿逵

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刻印、私藏禁书者一干人犯

斩监候。其余株连者分别予以严惩，罪犯家产没

收，变卖后留作浙江工程之资。④这个处置是十分

残酷的，而曾静、张熙却不受处罚，仍为官差。但

雍正帝逝世后，乾隆帝立即将曾静、张熙处死，并

且追缴《大义觉迷录》以销毁之，给雍正朝后期的

这场事件划了句号。

曾静等人投书策反的案件，被雍正帝出人意

料地改变为吕留良文字狱，充分表明在这位最高

统治者的心中，把整饬人们的思想看得比平息政

治谋反案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于是费尽心机作了

如此出奇的处置。然其效果，却未必可达到雍正帝

的预期。乾隆帝处死曾静、张熙并且收缴《大义觉

迷录》，就是对其父作法及效果的否定。

三、雍正帝的“帝王大一统”论

曾静、吕留良案件涉及到“华夷之辨”问题和

中国古代政权的“正统”标准，其关键之处，在于非

汉族君主建立的政权，能否成为正统政权，这是早

就困扰清朝统治的社会思想问题。而宋明各代关

于“夷夏之防”的理念，在清代仍有很大影响，民间

此起彼伏的反清舆论与行动，大多都将清廷视为

夷狄政权，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而“正统”又与“大

一统”观念直接联系，构成中国朝廷政治历史观的

核心价值准则。

在传统的政治历史观中，“正统”思想又与“大

一统”观念有着直接联系，二者结合而构成中国皇

朝政治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准则。中国古代，“大一

统”思想起源甚早，《公羊传》对孔子《春秋》中的

“春王正月”作了“大一统”的解释，于是“大一统”

观念被认为是孔子《春秋》大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



①《汉书》卷 56《董仲舒传》。

②《资治通鉴》卷 197，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

③⑤参见《大义觉迷录》卷 1，雍正上谕二份。

④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⑥《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① 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特征是：其一，以

君主为统治核心，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六合

同风、九州共贯”，如《礼记·坊记》所称，“天无二

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

别也”，由此而必然导致君主的绝对至尊地位。其

二，严执华夷之别，主张“贵中华、贱夷狄”，打起

“尊王攘夷”的旗号，抵御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

否定夷狄有统治中国的合法地位。在华、夷观念

上，有时也比较宽松，如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

其情与中夏不殊”②。但明代取代蒙古族为统治者

的元朝，中后期又面临外族的严重侵扰，因此“华

夷之辨”的观念日益严刻，朝野人士几乎众口一词

地否定夷狄政权入主内地的合法性，强调华夏方

为正统的主张。这种思想积淀长久，影响很深。明

清之际，天崩地坼，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许

多汉族官僚、士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操起华夷之

辨的思想武器，承袭《春秋》“尊王攘夷”大义，传播

并激起反清情绪。这成为清廷在思想文化领域的

一大敌对舆论。在曾静、吕留良案件中，雍正帝认

为对此不能仅以刑法处置来解决，必须面对“华夷

之辨”思想，从理论上破除“《春秋》大一统”的“尊

王攘夷”观念，提出清廷官方的大一统理论。于是，

他亲撰多道长篇谕旨，反驳吕留良等人的论点，系

统阐发自己的见解。雍正帝的“大一统”理论要点，

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有德者的政权可以得天下大统。雍正帝

引证《古文尚书·蔡仲之命》的“皇天无亲，惟德是

辅”，指出：“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这是“自古迄

今，万世之不易之常经”。上天只能据德而选君主，

绝无依据何地之人予以取舍的道理，民心向背，也

是论德而不择地。按照这个原则，不论何地之人、

何种民族，都有君临天下的合法资格，而从历史上

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

德乎！”清朝统治中国，也是应天受命，不容毁谤，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

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

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

为内地主”③。因此，以“华夷之分”观念对抗清廷

的统治，乃是逆天行为，罪大恶极。

其二，清朝得天下最正。雍正帝承袭清初以来

的说法，认为清入关之前，“我朝之于明，则邻国

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我朝统一万方，

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

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哉！”这比

起明祖作为元朝臣民而夺取天下更为名正言顺。

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环宇乂安、政教兴修、文

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

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

尺之童亦皆洞晓”。将此与明朝自嘉靖之后生民涂

炭、疆场靡宁的状况对比，优劣昭然，怀有反清复

明意志的人是毫无人心的，所以，“揆之天道，验之

人望，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

统之在我朝”④。

其三，历史地考察华夷问题。雍正帝并不完全

否认华夷之别，而是将所谓的夷狄问题作了一番

历史性的考察。他指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

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

代以上有苗、荆楚、 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

地也，在今日而目之为夷狄可乎？”意思是说，在历

史的进程中，所谓的夷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华

夷之分视为人禽之分而肆行谩骂，乃是违天背理

的。雍正帝指出：“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

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

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

乎！”因此，在清朝天下一统的时期，再不可妄分华

夷、中外，所谓华夷之别只是地域的不同。故曰：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⑤ 后来，雍正

帝对这种观点又有更详尽的阐述：“我朝肇基东

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

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

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

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

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

为主……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

人也。’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

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

‘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

……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

别也”⑥。这里，雍正帝以地域的概念取代民族的

区别，带有掩盖民族压迫的欺骗性，但是以历史

发展的眼光看到民族融合，认为区别日益缩小，

从而强调中外一家，言论中否定民族间的相互歧

视，将之作为“大一统”的基础，则在思想理论上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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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②《清世宗实录》卷 48，雍正四年九月乙卯。

其四，君臣居五伦之首。针对曾静等人“华夷

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论点，雍正帝从“人”的本义

上予以剖析，诡巧地应用了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

学说。他提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

有伦理之常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

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尚可谓

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

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① 这样，君臣大义乃

是作人的最高准则，人臣只有忠于君主，才不愧为

人类。在“《春秋》大一统”的旧有观念中，本来是强

调君主为统治核心和至尊无上地位的，但在华夷

之辨另一理论支柱的制约下，作为统治核心的君

主只能是华夏族的君主。雍正帝对《春秋》之义重

作解释，否认《春秋》有“尊王攘夷”的义旨，认为

《春秋》大义在于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

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样就抽去了“《春秋》

大一统”内“华夷之辨”的内容，将其改造为“四海

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无论什么

民族，都可因有德而受命为君，所有天下臣民，都

必须对君主绝对忠诚，否则即不耻于人类。这是雍

正帝新的“大一统”论的根本特点。

其五，批斥主张分封制的政见。在中国古代，

是实行类若西周的分封制，还是仿照秦朝的中央

集权政体，在理论上有过反复争论，在各王朝的政

治中也历经反复试行和废止。然而，无论在政治理

论上还是在现实体制上，限制及取消分封制都是

古代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但时至清朝，主张实行

分封的政治见解仍不时地涌出，这实际上是对君

主极端独裁专制的一种曲折的思想抵制。吕留良、

曾静皆有实行分封制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君主的

极端专制。正当曾静之案审理的过程中，又发现陆

生楠所撰《通鉴论》，其中鼓吹分封制为“古圣人万

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

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雍正帝对此亲自撰文大

加挞伐，认为：“古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

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

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

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众建亲贤以

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这

里对分封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是相当深刻

的，将分封制看成上古“声教未通”，即历史发展较

低阶段不得已实行的制度，亦为灼见。据此，他认

为中央集权的一统制度是必然趋势，并引孔子语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语“天下

恶乎定？定于一”，指出“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

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幾矣”。接着，

雍正帝分析了历史上一统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

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

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

朝者也”。在这种国家已成“大一统”的形势下，竟

敢鼓吹分封、攻击一统天下为“害深祸烈”，自属大

逆不道。总之，主张分封制不仅是反对君主专制

“大一统”政治的敌对思想，而且是叛逆者的一种

阴谋诡计。

雍正帝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清朝国力日益强

盛的形势下，同汉族士人中反清思想作斗争的过

程中产生的，所依据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传统的儒

学体系内的纲常伦理，并包含着以舆论维护清朝

统治地位的动机。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思想上优于

以强调“攘夷”为特征的旧观念。清廷将自己的大

一统政权视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帝屡次

表白自己对臣下“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②，这

固然未必在实际上完全贯彻，但总比公然鼓动民

族压迫、民族仇视的思想更具备理智精神。我们今

天所要批判的只是雍正帝这种“帝王大一统”思想

蕴含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而不应因为反对清廷

的极端专制就转而同情极端的“华夷之辨”观念。

雍正朝施行主动出击的文字狱，主要目的不

是惩处民间具体的反清情结，而是想从思想理论

上整饬由来甚久的“华夷之辨”思想，树立以帝王

大一统为标准的正统理论，将政治历史观念统一

起来，瓦解民间的反清舆论。清廷将文字狱提高到

历史理论的层次，并且将禁忌从明清之际历史延

伸于古代，例如陆生楠谈论分封制、兵制，议论汉

武帝戾太子等等都成罪状，是雍正朝区别于前朝

的一大特点，反映了思想文化斗争的深化。雍正帝

自己在历史理论的研讨上作出了努力，也很有创

见，但摆在世人眼前的仍然是深重的民族压迫和

处置文字狱的血腥屠杀，这不能真正解决思想问

题。清朝要想调和官方历史观念与私家学者的矛

盾，还要走很长的路。但雍正朝重视历史理论的整

饬，毕竟为乾隆朝建立官方系统历史评论体系开

了先河，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尝试。

四、雍正帝整饬政治历史观的性质与收效

上述雍正帝整饬思想的几项典型事例，实际

都是以官方高压态势发动的文字狱活动，无论其

中发布了多少长篇谕旨，精心构思了多少论点、论

44· ·



据，都是依托于官方强力实施思想文化钳制的举

措，其性质都是绝对化的君主一人专制。在雍正帝

的谕旨中，不能说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新理论、新

见解，如关于“帝王大一统”的论说，即在字面上具

有可能消弭民族敌对的进步思想。但即使是这种

颇具新意的观念，也紧紧依附于最高统治者唯我

独尊的利益核心，强调的是清帝有“德”故能君临

天下，君臣之伦为五伦之首，主张绝对的中央集

权，鼓吹清朝“得天下最正”等等，不仅与汉人民众

的利益悬隔，甚至与官僚阶层也有所疏离，因此仅

有威慑力而缺少影响力。

雍正帝自称对臣下“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

视”，是一个从来不准备兑现的谎言。清朝在制度

上早已确立了满族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优待，

官僚体制上，各个衙门的满官皆高于汉员。清廷统

治者的民族戒备心理可以说是时时提醒、念念不

忘、坚守不懈。他们自觉地、政策性地将民族界限

标识于外，贯彻于心，并未向消解民族隔阂的方向

做出多少实际的努力。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根本

不会合理地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在统治、控驭和役

使的角度上，才会表现出某种“满汉从无异视”，而

这恰恰是君主集权的特征。

传统的政治历史观是系统的思想体系，而且

与传统史学理念密切联系，其中不仅包括“华夷之

分”、“大一统”、“正统论”等概括性理论，而且需要

细化到对历代政权的具体判断和判断标准，这种

判断还要以某种方式体现于历史著述的义例之

中。而雍正帝只是在几个敏感或较为显著的历史

观念上做出整饬，虽抓了重点但很不全面，因此显

示的乃是强力推行机制，缺少学理性的基础。对传

统政治历史观进行系统性的清理和改造，在清雍

正朝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清廷在史学建设上尚

未完成本朝史学基本格局的建设。康熙后期废止

的《明史》、《一统志》、国史等纂修事项，雍正朝虽

然恢复，但皆未完成或成果不显，而且这些修史工

作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系统清理尚有不小的

距离。雍正帝个人的史学造诣，也不足以担当从理

论到实践全面史学建设的领导角色。他能够做出

权威性的论断，震慑一时，但长久的影响力则难以

维持。这样，清廷全面整饬史学思想和政治历史观

的任务，就留给了乾隆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乾隆帝直接主导下纂修，

是清朝全面整顿历史观念的开始，至纂修《四库全

书》时期而达到高潮并趋向成熟。这中间，乃同时

采取了文字狱和大力修史、全面评论历史的方式，

极端君主专制主义依旧为主要特征，但学术性结

合于文化专制之内，已经超越历朝历代。此为后

事，这里从略。

雍正帝对历史政治观的整饬虽有诸多缺陷，

但还是有所收效的，文字狱造成的严酷的政治环

境和文化气候，使不少文人、学者下笔临文心存畏

惧，被动地恪守清廷宣示的思想准绳，这是统治者

期望的后果之一。乾隆帝也汲取了康熙、雍正朝的

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挥了雍正帝关于帝王大一

统和反对朋党等历史观念，并且进一步承袭了主

动出击的文字狱罗织方式。因此，可以将雍正帝的

举措，视为乾隆朝全面整顿历史学和历史观的前

奏，为乾隆朝提供了启迪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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